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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空间耦合特征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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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 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

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 2010～2018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

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

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

“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

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

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 20 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

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区域发展 资源环境承载力 耦合协调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1.2;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2)09-1873-11 

新时期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如何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

题。2014 年在最新一版“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中提到人口增长、工业发展、能源消耗等已大大超出

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受生态环境约束，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日渐凸显。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此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找寻制约区

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短板，合理布局城市化、农业化和生态化三大空间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 

学术界长期关注着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早期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地理环境及其关系，形成了地理

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直到现代，才以相互作用论来解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国外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尺度探讨自然生态多

重效益及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博弈的方案
[2,3]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为耦合裂变律、动态层级律、随机涨落

律等[4];研究内容集中在区域发展与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单要素耦合关系研究[5],以及资源环境要素约束下区域发展模式的探

讨[6],或是区域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7];研究方法涉及数学模型、力学方法和“3S”技术定量分析等[8,9];研究尺度囊括了

                                                        
1
作者简介：马志远(1995～)，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E-mail:zyma@niglas.ac.cn;段学军，

E-mail:xjduan@niglas.ac.cn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8YFD1100101);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200109) 



 

 2 

全国、县和村镇等多个尺度[10]。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由此在国内掀起了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潮[11,12,13,14]。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

求；也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因此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问题的战略

举措和基本路径。但以往研究多停留在以全国或大区域整体为单元探究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和限制性因子，

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广，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两者间的矛盾呈现多样化。因此，仅关

注宏观层面将难以精细化识别各行政单元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关系以及归纳和总结不同地区的问题、短板，不能

科学指导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工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从 3个方面对现有文章进行拓展研究：(1)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从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内在关系出发，建立其耦合协调度模型；(2)明确了各地区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以及下一步工作重心，以期推

动中国高质量建设；(3)基于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驱动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构建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

厘清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尝试建立高质量发展差异化路径识别的一般范式。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概念源于 2016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其地域范围涉及苏、浙、皖、赣、鄂、

湘、川、滇、黔九省及沪、渝两直辖市。长江经济带是兼顾了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脉络、经济区的整体功能和行政区的完整性等

诸多因素的一种经济区形式，它是以流域为基础、以长江为纽带、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的宏观协作经济带[15]。由于巢湖、铜

仁和毕节存在行政区划调整，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平行性原则，最终选取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1
。 

1.2 分析框架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包括三大步骤：子系统驱动力识别、同步发展类型探究、耦合协调度分

析，具体过程详述如下(图 1): 

(1)子系统驱动力识别。通过评价区域发展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各个维度对其的重要性进行判定。采用 CRITIC-熵值法组合

赋权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后通过指标加权评价子系统分项维度的重要程度。 

(2)同步发展类型探究。旨在厘清城市各子系统的相对发展状态。以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代表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

并用城市当年子系统所得分数与均值之差来评价城市子系统发展概况，能明显看出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均衡与否，判别

标准参考[16]。 

(3)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上述子系统评价结果，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评价出不同城市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耦合协调程度。 

1.3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旨在构建能反映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表 1、表 2)。高质量发展是指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参考已有文献，从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稳定性和共享性

五大维度 10个指标构建区域发展指标体系[11]。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则回归“力”的物理形态并结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构建了资源环境支撑力、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资源环境治理能力四个子系统16项指标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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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两大系统中部分指标需处理与测算，具体过程及方法进行以下补充说明：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索罗残差法测得
[19];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基于三次产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测得[20];二氧化碳排放量利用粒子群优化-反向传播

(PSO-BP)算法对 DMSP/OLS、NPP/VIIRS 两套夜间灯光数据反演得到[21]。 

1.4 研究方法 

1.4.1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 

组合测算模型是指基于一定赋权方法，将多种单一测算模型进行赋权组合的综合方法。CRITIC 法是由 Diakoulaki 等提出的

客观赋权法，结合了标准差系数法、均方差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优势，兼顾考虑各指标间的对比强度、冲突性和数据间的关联

性。然而单一的 CRITIC 法未能虑及指标间的离散性，熵权法则可有效弥补这一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将两种构权法相融合，构

建了 CRITIC 和熵权法的组合赋权法，计算步骤如下： 

表 1区域发展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区域发展 

有效性 

全要素生产率 - 正向 0.043 

地均 GDP 亿元/km2 正向 0.109 

协调性 

城镇化率 % 正向 0.066 

产业结构合理化 - 正向 0.099 

创新性 

R&D 经费总额 万元 正向 0.147 

万人专利授权量 件/万人 正向 0.129 

稳定性 外贸依存度 % 正向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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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投入水平 % 正向 0.148 

共享性 

城乡人均收入比值 - 负向 0.068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万人 正向 0.067 

 

表 2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资源环境承载力 

资源环境支撑力 

水资源总量 m3 正向 0.146 

耕地面积 hm2 正向 0.11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 正向 0.12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0.022 

资源环境压力 

工业废水排放量 10
4
t 负向 0.038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t 负向 0.013 

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μg/m3 负向 0.060 

化肥施用量 t 负向 0.049 

资源环境利用效率 

单位 GDP耗水量 m3/万元 负向 0.017 

单位 GDP耗能 t标准煤/万元 负向 0.023 

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t/万元 负向 0.016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 t/万元 负向 0.028 

资源环境治理能力 

工业烟(粉)尘去除量 t 正向 0.18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0.052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0.05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0.067 

 

第 1 步：基于 CRITIC 法计算原理，先将原始数据和标准化运算代码导入 Stata16.0 中生成标准化数据，通过 SPSS21.0 软

件可得标准差σ和相关系数 r,将相关数据代入式(1),可得权重系数 Wj(1)。公式如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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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j(1)即为 CRITIC 法求得的第 j种算法权重；σj表示第 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差；rij表示第 i个评价指标与第 j个评

价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第 2步：基于熵权法，计算步骤参考[23]。将 Wj
(2)记作为熵权法求得的第 j种算法权重。 

第 3步：假设两种赋权法具有同等地位，构建基于 CRITIC和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进而实现客观赋权法间的优势互补。据此

可建立公式(2)。 

 

式中：Wj表示为 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求得的第 j种算法权重。 

1.4.2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共生关系”,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属性。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效率

和动力变革，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通过科学制定人口、用地规模以及转变观念等形式，降低需求，可有效缓解区

域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为引导，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形成科技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和提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并且资源环境的系统性、区域

性、跨界性特征突出，使得建立市县镇村多级联动、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生态治理体系有助于提高资源环境协同治

理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通过自身响应对区域发展的每个方面都有一定约束

和限制作用，因此只有精细化衡量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才能从整体上以承载力为约束对国土空间进行科学规划，引导社会经济

活动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 

基于物理学容量耦合概念，借鉴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24]: 

 

式中：Ci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Gi和 Ei分别表示 i地区区域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k为调节系数，本文取

k=2。 

耦合度无法判断两系统绝对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运用建立在耦合度基础上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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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示两系统间关系越协调；Ti 为综合协调指数；因二者同等重要，故

α=β=0.5。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实际情况，确定了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类型划分标

准，具体参考[26]。 

1.4.3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通常描述研究单元等级结构转变过程。以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为基础，计算相应等级的概率分布及年际变化，反

映演化过程。公式如下[27]: 

 

式中：Ei记为城市的初始状态；Ej为转变后的状态；nij表示由 Ei转变为 Ej时 i 等级转移到 j 等级的城市数量之和；ni表示

Ei处于 i等级的城市数量，得到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Pij。 

本文所涉数据源于 2010～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

市、各地级行政区统计年鉴及年度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专业统计公报及历史资料等，少数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和插值法进行

补充。 

2 结果分析 

2.1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 

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二者水平是其协调关系分异的基础，基于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估算结果，利用Arcgis10.6

软件对研究期内 2010 和 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区域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进行基本特征分析(图 2)。 

 

图 2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 

2.1.1 区域发展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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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的驱动力具有异质性，共享性(0.071)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有效性(如上海)通过经济资源配置比例、方式和效

率决定经济发展质量；协调性(如宁波)利用经济结构、城乡结构的协调和合理程度提升发展水平；创新性(如苏州)主要关注技术

人才培养、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区域发展；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基础，因此稳定性(如

重庆)也是衡量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准；共享性(如武汉)表现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发展成果共享提供政

策路径。 

2010～2018年区域发展水平年均增速明显(4.651%),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且空间分布呈现“下中上”阶梯状递减特征。2010

年区域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上海(0.402),其次是苏州、宁波和无锡等。处于 0.1～0.2 之间的城市最多，低值区域集中在六盘水

(0.07)、宿州(0.079)等，地区间差异较大。2018 年区域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下游仍为高水平集聚区，是引领长江经济带区

域发展的主力军，主要因为在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双重推动下并借助区位优势领先于中、上游；中游年均增速为 4.759%,得益于稳

定性与共享性驱动，这说明地方政府在民生品质提升和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上游处于垫底，低水平城市

呈“连片分布”的显著特征。但其年均增速(4.81%)最快，提升潜力巨大。 

2.1.2 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 

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增长动力存在差异，资源环境治理能力(0.162)成为关键要素。资源环境支撑力主要依托较好的

耕地及绿色空间巩固承载力；资源环境压力(如昆明、德阳)指的是人类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给予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资源环

境利用效率注重的是从“源头”削减污染，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减

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资源环境治理能力(如无锡、淮南)是指在生产过程的“终端”或在污染物排放到自然界之前，采用物

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处理，以减少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总量。 

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年均增速较缓(1.645%),空间差异逐步变小，空间上呈现“下游发达、中游落后、上游崛起”的分布特

征。2010 年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最高的分布在重庆(0.672)、宜春(0.47),其次是吉安、上饶等。低值区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内江

(0.301)、宜宾(0.308)等。2018 年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下游高水平城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城市群，这得益

于对“三废”的协同监管和综合治理。中游年均增速最慢(1.211%),2010～2015 年中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波动上升，而后快速

发展，这可能与 2016年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有关，指出要充分发挥江西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武汉都

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系列综合试验平台的作用，塑造全国绿色发展的典范。上游总体水平偏

低，但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可能因为上游生态环境较脆弱，地方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突出表现在环保政策的改善和

治理力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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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同步发展类型比重 

2.1.3 同步发展情况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匹配程度，以及两系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借助上述分析框架，

采用 GraphPadPrism9 软件得出2010～2018 年下中上游不同类型的城市占比(图 3)。 

同步发展类型分布特征如下：(1)两系统发展水平均较高的城市在下游集聚，而水平均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上游，这

表明总体匹配程度较好，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区域发展具有良好前景。(2)下游两系统同步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

型比重较大，而中上游分别受区域发展滞后和两系统共同滞后约束。(3)研究期内下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型城市显著增多，集

中分布在连云港、亳州和宿州等；中游两系统滞后型城市占比由 24.444%上升至 42.308%,城市数量由 11 个增至 22 个，发展态

势不容忽视；而上游区域发展滞后型城市占比增多，这与绵阳、曲靖等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有关。 

2.2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2.2.1 时空演进 

为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选取 2010、2012、2015、2018 年 4个时间截面，

利用 ArcGIS10.6 对测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图 4)。 

 

图 4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 

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分别处于[0.256,0.646]、[0.304,0.649]、[0.367,0.664]、[0.399,0.699]区间，且总体均值分别为

0.415、0.439、0.48、0.505,呈现稳步提升状态(图 2)。从三大区域来看，下游耦合协调度优于其他地区，空间差异持续缩小。

绝对量由高至低排列为下游>中游>上游，而同比增速分别为 2.33%、2.583%、2.631%,这说明上游的耦合协调度“基数小、增速

快”,与中下游地区差距将进一步减小。同时，安徽及中上游轻度失调“连片”分布的格局应值得重视。概言之，三大区域正持

续推动着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良性互动，但总体水平亟待加强。 

从区域内部来看，三大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并存在形态差别。下游耦合协调性更具有先发优势，“东部高、中西低”

的基本格局未变。南京、合肥和盐城市等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并逐渐向苏北、皖江各市延伸，反映出下游已由集聚为主转向疏

散和扩散为主的发展阶段。下游已总体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协作体系，持续推动两者优化并进。中上游充分展现出跨省域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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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性。2012 年严重失调类型消失后，“连片式”中度失调和省会城市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凸显，这表明中上游地区仍处于

极化期。概言之，一般地级市尤其上游地理位置偏僻的城市发展困境依然存在，强化中上游地区省会及重点城市的区域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辐射联动作用成为下一步工作重心。 

2.2.2 等级演变 

参考耦合协调类型划分标准，利用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反映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等级间的变化情况(表 3)。对角线的数值

表示耦合协调度等级不变的概率，对角线上方的数值表示等级上升的概率，反之下方表示等级下降的概率。 

表 3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区域 等级 城市个数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下游 

严重失调 1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中度失调 27 0.000 0.593 0.407 0.000 0.000 

轻度失调 177 0.000 0.000 0.884 0.128 0.000 

初级协调 123 0.000 0.000 0.038 0.865 0.096 

中级协调 41 0.000 0.000 0.000 0.094 0.906 

中游 

严重失调 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中度失调 36 0.000 0.444 0.556 0.000 0.000 

轻度失调 253 0.000 0.009 0.934 0.057 0.000 

初级协调 34 0.000 0.000 0.125 0.833 0.042 

中级协调 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上游 

严重失调 3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中度失调 63 0.000 0.597 0.403 0.000 0.000 

轻度失调 195 0.000 0.041 0.924 0.035 0.000 

初级协调 18 0.000 0.000 0.077 0.923 0.000 

中级协调 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演变特征如下：(1)大多数对角线上的数值大于非对角线的数值，说明耦合协调类型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2)非对角线上的

数值并不全为零，且非零数值集中分布在对角线两侧，表明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演进是一个相对稳定持续

的过程，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3)在初级协调类不变概率中，下中上游分别为 86.5%、83.3%、92.3%,等级转变的可能

性均较小，即表明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而轻度失调阶段保持不变的概率中，下中上游分别为88.4%、93.4%和 92.4%,上游

向下转移的概率(4.1%)大于向上过渡的概率(3.5%),因此要引起重视，避免陷入“马太效应”。下中上游处于中度失调类向上提

高的概率分别为 40.7%、55.6%和 40.3%,说明等级转变活跃的城市以中游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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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2.3.1 类型划分 

运用上述分析框架，本文以 2018年为例，最终得到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结果，具体见表 4。 

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是长江经济带大多数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短板。同时满足双同步和协调的城市仅

占总体的 23.148%,表明大多数城市处于子系统滞后和中度/轻度失调阶段，整体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图 5)。从各发展类型的主要

动力因素对比情况来看：(1)在区域发展中，绝大数城市的重要动力为稳定性、共享性，这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多以政府

为主导，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手段推动区域发展；仅有少数处于双同步和协调的城市为有效

性、创新性驱动，说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效、绿色、创新等方面逐渐受到重视，以上海为例，“十二五”期间，上海提出“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提升生产效率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这对于欠发达城市来说仍然

是任重道远。(2)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中，有少量处于轻度失调阶段的城市以资源环境压力为驱动，该类城市工业化进程较缓，对

自然生态破坏较小。其余城市主要受资源环境治理能力驱动，以铜陵市为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尽管出台了一系列水、土、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但治理周期长、难度大、资金投入多，

同时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推动环境污染的“末端 

表 4 2018年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特征 

可视化编码 

(城市个数)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可视化编码 

(城市个数)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驱动力-同步发展类型-耦合协调类型 驱动力-同步发展类型-耦合协调类型 

TG-R-M(1)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发展滞后-中度失调型 TP-B-P(1) 共享与压力驱动-承载力滞后-初级协调型 

SP-T-L(3) 稳定与压力驱动-双滞后-轻度失调型 TG-B-P(6)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承载力滞后-初级协调型 

SG-T-L(5) 稳定与治理能力驱动-双滞后-轻度失调型 TG-R-P(2)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发展滞后-初级协调型 

TP-T-L(5) 共享与压力驱动-双滞后-轻度失调型 SG-D-P(2) 稳定与治理能力驱动-双同步-初级协调型 

TG-T-L(32)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双滞后-轻度失调型 TG-D-P(16)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双同步-初级协调型 

SP-R-L(1) 稳定与压力驱动-发展滞后-轻度失调型 IG-B-I(1) 创新与治理能力驱动-承载力滞后-中级协调型 

SG-R-L(7) 稳定与治理力驱动-发展滞后-轻度失调型 TG-B-I(2)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承载力滞后-中级协调型 

TG-R-L(10)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发展滞后-轻度失调型 EG-D-I(1) 有效与治理能力驱动-双同步-中级协调型 

SG-T-P(2) 稳定与治理能力驱动-双滞后-初级协调型 IG-D-I(1) 创新与治理能力驱动-双同步-中级协调型 

TG-T-P(5)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双滞后-初级协调型 TG-D-I(5) 共享与治理能力驱动-双同步-中级协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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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8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治理”向“源头控制”纵深延展，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提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重要工具和平台。 

2.3.2 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未来在综合考虑历史背景、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的地区差异以及政策影响的前提下，基于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空间格局，以促

进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协同发展为目标导向，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善。 

(1)限制提升。 

针对的是区域发展滞后型城市，旨在承载力约束下努力提高发展水平。在六盘水、新余、广元、遵义市等协调度较低的城市

中，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加强人才的积累和培养，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此外还需重点做好新型城镇、

对外开放和扶贫开发等工作。协调度较高的有淮安、株洲市等，应立足现有创新基础，进一步整合、吸纳、利用创新资源，培育

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充分释放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的创新活力；并

结合地区特色资源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 

(2)优化提升。 

针对的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型城市，重点改善发展质量，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在协调度较低的城市中，如徐州、盐城、金

华、昆明市等，未来可通过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协调度较

高的城市中，如无锡、嘉兴、绍兴市等，未来应合理利用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包括：节约用水，实现农业灌溉用水零

增长，推广城市节水设备和器具。节约用地，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规模，提高建设用地投入产出强度，提高土地利用

的集约化程度。节约能源，实现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等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工作。 

(3)协同提升。 

针对的是双滞后和双同步型城市，目的是同时提升发展水平和承载力指数。对于协调度较低的城市来说，如孝感、益阳、眉

山、临沧市等，更加迫切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由“粗放型”向“效能型”转变，主动接轨省会，积极融入周边都市圈，

开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全面合作。对于协调度较高的城市来说，“创新、效率、管制”成为这类城市的关键词，主

要包含沪宁杭，以及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发挥其辐射联动作用将成为工作主旨。依照 2020 年 8月习总书记针对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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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一体化提出的三大战略定位新要求，一方面需着力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打造跨省区创新共同体，协同共建 G60等科创

走廊；另一方面全面加强公铁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围绕“新基建”,实现区域内相关数据跨省域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最后

加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优化岸线利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处理好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大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环境治

理体制机制一体化。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2010～2018 年共享性是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区域发展水平增速明显，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呈现“下中上”阶梯状递

减特征。资源环境治理能力成为这一时期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关键，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增速较缓，空间上呈现“下游发达、

中游落后、上游崛起”的分布特征，非均衡态势将进一步缓解；两大系统的空间匹配程度较好，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区域

发展具有良好前景。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比重较大，中上游城市分别由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所主导。且

近些年中游两系统滞后类型城市占比持续上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上游与中下游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三大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下游和中上游分别呈

现空间扩散、集中特征；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演变特征总体表现出平稳发展态势，基本上不存在类型跃迁。耦合协调度等级转变活

跃的城市空间分布比较零散，但以下中游居多，上游地区保持“俱乐部趋同”的平稳性。 

(3)利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可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 20 种类型；并根据各类型在

发展中面临的不同问题和挑战，提出未来将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重要抓手，综合考虑历史背景、经济水平、

资源禀赋的地区差异以及政策影响，因地制宜的采取针对性措施助推高质量发展。 

3.2 讨论 

(1)本文选择 9年作为研究时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对于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但从区域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来看，仍有 50%的低值城市在上游集聚，且因数据有限，多数上游城市未能虑及，尤其是怒江州、甘孜州

等区域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之后研究应简化估算方法，着重探讨这些城市在承载力约束下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

径，同时经济带整体的发展态势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2)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客观复杂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驱动力识别、同步发展和耦合协调度，构建两大系统的耦合

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研判不同类型城市的优化路径。但是长江经济带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发展进程明显区别于其他

地区，且受模型和评价标准影响，在宏观层面上缺乏普适性。其次，资源环境系统承受人类活动的作用量存在一定阈值，今后还

需注重评价指标阈值的界定，使得能够真正在承载力阈值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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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下游(沪、苏、浙、皖)有 41个城市,中游(鄂、赣、湘)有 36个城市,上游(川、渝、滇、黔)有 31个城市. 


